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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审批权下放能提高城市发展质量吗?

张　 莉　 刘昭聪∗

　 　 摘要: 土地审批权制度改革是在推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深化行政

体制改革、实现资源配置优化、打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举措ꎮ 在进入高质量发展的

新阶段ꎬ土地审批权下放对城市发展质量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ꎮ 本文基于报国务

院批准城市建设用地审批制度改革试点的准自然实验ꎬ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土

地审批权下放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ꎮ 研究发现:土地审批权下放在总体上

促进了城市发展质量的提高ꎬ具体表现为土地配置效率的提高和基础设施水平的

提升ꎮ 进一步地ꎬ初始基础设施水平越低、腐败程度越低、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越低

的城市ꎬ其城市生产率受到土地审批权下放的促进作用更显著ꎮ 本文对于深化土

地审批制度改革、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通过政策引导提升经

济发展质量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ꎮ
关键词: 土地审批权ꎻ城市生产率ꎻ高质量发展ꎻ土地配置效率

一、引言

在“十四五”时期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背景下ꎬ如何通过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打通国内大

循环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ꎮ 作为土地资源这一关键生产要素的主要管制手段ꎬ
土地审批制度的改革更是重中之重ꎮ 多年以来ꎬ土地审批制度在保护土地资源、促进土地合

理节约利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ꎬ但也暴露出程序重复、效率低下、周期过长等缺陷ꎬ不能

适应新发展格局的需要ꎮ 近年来ꎬ相关部门为推动实现自然资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ꎬ按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改革要求ꎬ简化了审批程序ꎬ适当下放了土地审

批权限ꎬ改革土地管理制度ꎮ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印发的«国务院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

定»(国发[２０２０]４ 号)ꎬ将国务院可以授权的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审批

事项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ꎮ
生产率是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度量指标ꎬ土地审批权的下放能否促进城市生产率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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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如果能ꎬ那么土地审批权下放提升城市生产率的途径是什么? 在中国经济由强调增长

速度转向注重增长质量的新阶段ꎬ土地审批权下放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值得研究ꎮ 该问

题的研究将为政府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深化土地审批制度改革、通过政策引导提升经济

发展质量提供启示ꎬ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ꎮ
国内关于土地审批制度的研究多集中于政策的定性分析ꎬ定量分析较少ꎮ 邹爱华

(２０１１)、田志强等(２０１２)指出了现行城市建设用地审批制度中存在供应环节多、程序复杂、
周期长、效率低等问题ꎬ对土地审批制度改革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述ꎬ并提出改革建议ꎮ 以上

文献以定性分析为主ꎬ只有少量文献进行了实证研究ꎮ 陈宇琼和钟太洋(２０１６)利用省级面

板数据检验了土地审批制度改革对建设占用耕地面积的影响ꎬ发现上收建设用地审批权会

减缓建设占用耕地速度ꎮ 汤淯媚等(２０１７)通过实证检验得出ꎬ土地审批权上收只在局部地

区明显减缓了城市建设用地的增长ꎮ 总之ꎬ迄今对土地审批制度的实证研究较少ꎬ更缺乏对

土地审批权限下放与城市生产率之间关系的研究ꎮ
国内外关注城市生产率的文献比较丰富ꎬ已有文献研究了集聚、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等

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ꎮ Ｃｉｃｃｏｎｅ 和 Ｈａｌｌ(１９９６)、范剑勇等(２０１４)、张先锋等(２０１８)从产业集

聚、人口集聚等角度分析了集聚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ꎮ Ｆｅｒｎａｌｄ(１９９９)、Ｃｏｈｅｎ 和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２００４)、刘生龙和胡鞍钢(２０１０)等分别证明了交通基础设施对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影响ꎮ
Ｂｒｏｎｚｉｎｉ 和 Ｐｉｓｅｌｌｉ(２００９)的研究显示人力资本对生产率有积极影响ꎮ

综观土地审批制度和城市生产率的研究ꎬ关于土地审批权下放与城市生产率之间关系

的文献较为缺乏ꎮ 放宽到行政审批改革上ꎬ朱光顺等(２０２０)的研究表明ꎬ行政审批改革促进

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ꎬ但该研究的主题与本文仍有很大差异ꎮ
为弥补相关研究的缺失ꎬ本文基于 ２０１１ 年报国务院批准城市建设用地审批制度改革试

点ꎬ利用双重差分法评估土地审批权下放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ꎮ 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在于:
第一ꎬ利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土地审批权下放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ꎬ丰富了关于土地审

批制度改革的实证研究ꎮ 第二ꎬ在实证检验中探讨了土地审批权下放提升城市生产率的影

响机制ꎬ为通过政策引导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提供启示ꎮ 第三ꎬ土地审批制度改革是深化“放
管服”改革的重要举措ꎬ本文研究将为继续推动土地审批制度改革、实现自然资源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持ꎮ
本文其余部分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制度背景和试点政策ꎻ第三部分是机制分析

与研究假说ꎻ第四部分是模型与变量设定ꎻ第五部分是实证结果与分析ꎻ第六部分是影响机

制检验ꎻ第七部分是进一步讨论ꎻ第八部分是结论及政策启示ꎮ

二、制度背景和试点政策

(一)报国务院批准的城市建设用地审批制度

建设用地审批管理是土地审批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是法律授权的机关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授予的职权ꎬ对建设项目用地的申请、审查、批准以及与之相关的各个环节所实施的行

政管理程序(田志强等ꎬ２０１２)ꎮ 报国务院批准的城市建设用地审批制度ꎬ是指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四条、四十五条和«报国务院批准的建设用地审查办法»的规定ꎬ在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城市以及人口在

５０ 万以上的城市(初期共 ８４ 个城市ꎬ２０１１ 年新增 ２２ 个ꎬ共 １０６ 个)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内ꎬ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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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该规划按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分批次用地ꎬ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建设用地的ꎬ需经省、自治

区或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查后报国务院批准ꎮ 报国务院批准的城市建设用地审批制度的发展历

程如下:
１９９９ 年ꎬ«报国务院批准的建设用地审查办法»确立了报国务院批准的城市建设用地审

批制度基本框架ꎬ对需报国务院批准的城市建设用地审查范围、审查原则、审查依据、审查内

容、审查程序等做出了具体规定ꎮ① 根据以上规定ꎬ在该阶段ꎬ共有符合要求的 ８４ 个城市新

增建设用地需报国务院批准ꎮ
２０００ 年ꎬ«关于报国务院批准的建设用地审查报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土资发

[２０００]２０１ 号)进一步细化了需报国务院批准的建设用地范围、报批材料等要求ꎮ
２００６ 年ꎬ«国土资源部关于调整报国务院批准城市建设用地审批方式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土资发[２００６]３２０ 号)规定ꎬ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调整城市建设用地审批方式ꎬ具体包

括:城市建设用地审批调整为每年由省级人民政府汇总后一次上报ꎬ报国务院批准后由省级

人民政府具体组织实施ꎻ省级人民政府对城市建设用地负总责ꎬ省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有
关城市人民政府具体实施征地和供地ꎮ

至此ꎬ现行的报国务院批准的城市建设用地审批制度的审批范围、方式、内容、程序等已

基本形成和完善ꎮ ２０１１ 年ꎬ国务院进一步上收 ２２ 个城市新增建设用地审批权ꎬ加上原规定

的 ８４ 个城市ꎬ需报国务院批准新增建设用地的城市共 １０６ 个ꎮ
(二)报国务院批准城市建设用地审批制度改革试点

２０１１ 年ꎬ为进一步提高报国务院批准城市建设用地审批效率ꎬ缩短审批周期ꎬ保障城市

建设用地需要ꎬ«国土资源部关于开展改进报国务院批准城市建设用地审查报批工作试点的

通知»(国土资发[２０１１]５７ 号)正式决定开展改进报国务院批准城市建设用地审查报批工作

试点ꎮ 该试点政策的具体内容可概括为以下两点:(１)具体地块审查下放至省级ꎮ 按照“国
家批规模、控结构ꎬ地方管项目、落用地”的原则ꎬ划分部省审查职责ꎬ国土资源部不再对具体

地块进行审查ꎬ具体用地是否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由省级把关ꎻ在省级审核农用地转用和

土地征收实施方案环节时ꎬ再落实具体用地位置ꎬ进行实质性审查ꎬ整体上提高审查工作效

率ꎮ (２)简化审查内容和报批材料ꎮ 改进用地审查报批工作后ꎬ减少省级向部提交的用地审

查材料ꎮ 原报部材料中“标注申请用地位置的标准分幅土地利用现状图、标注申请用地位置

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中心城市建设用地范围控制图”等与具体用地相关的材料ꎬ不再

需要向部提交ꎮ
该试点政策分多批次实行ꎬ各批次试点城市的具体名单如表 １ 所示ꎮ 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批试点:２０１１ 年ꎬ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开展改进报国务院批准城市建设用地审查

报批工作试点的通知»ꎬ在首批 ３５ 个试点城市正式开展改进报国务院批准城市建设用地审

查报批工作试点ꎮ

０２

①该办法中规定ꎬ下列建设占用土地ꎬ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ꎬ需报国务院批准:(１)国务院批准的

建设项目ꎻ(２)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国家计划单列企业批准的道路、管线工程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ꎻ(３)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的道路、管线工程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ꎻ(４)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

定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城市以及人口在 ５０ 万以上的城市建设用地规模范

围内ꎬ为实施该规划按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分批次用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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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试点:２０１２ 年ꎬ报国务院批准城市用地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城市新增 ２０ 个ꎬ试点城

市总量扩大到 ５５ 个ꎮ
第三批试点:２０１６ 年«国土资源部关于改进和优化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和用地审查的通

知»(国土资规[２０１６]１６ 号)ꎬ将改革试点政策由原来的 ５５ 个试点城市推广到全部 １０６ 个报

国务院批准用地城市ꎮ

　 　 表 １ 　 　 各试点批次(年份)及试点城市名单
批次(年份) 试点城市名单

第一批(２０１１)
天津市、呼和浩特市、包头市、沈阳市、阜新市、抚顺市、本溪市、辽阳市、鞍山市、丹东
市、大连市、锦州市、盘锦市、长春市、吉林市、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市、大庆市、伊春市、
鹤岗市、佳木斯市、鸡西市、牡丹江市、杭州市、福州市、厦门市、广州市、南宁市、海口
市、成都市、西安市、兰州市、西宁市、银川市、乌鲁木齐市(共 ３５ 个)

第二批(２０１２)
北京市、上海市、重庆市、宁波市、青岛市、深圳市、石家庄市、太原市、南京市、合肥市、
南昌市、济南市、郑州市、武汉市、长沙市、贵阳市、昆明市、拉萨市、苏州市、南通市(共
２０ 个)

第三批(２０１６) 试点政策推广至全部 １０６ 个报国务院批准建设用地城市

　 　 注:作者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开展改进报国务院批准城市建设用地审查报批工作试点的通知»(国土

资发[２０１１]５７ 号)、自然资源部信息公开告知书等整理ꎮ

(三)审批制度改革试点的实质和影响

基于对报国务院批准城市建设用地审批制度改革试点政策的分析ꎬ本文认为ꎬ该试点政

策的本质是具体用地审批权的下放ꎮ 根据政策规定ꎬ虽然名义上省级人民政府仍需上报国

务院和国土资源部批准建设用地ꎬ但在试点政策下ꎬ实际向国土资源部提交的用地审查材料

只有“省级政府城市建设用地请示文件、省级国土资源部门建设用地审查意见、国务院批准

建设用地城市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方案申报汇总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方案”共四

项ꎬ涉及具体地块信息的“标注申请用地位置的标准分幅土地利用现状图”等均不再报送ꎬ国
土资源部亦不进行审查ꎮ 具体用地是否符合规范由省级负责ꎬ说明具体用地的实际审批权

已经下放ꎮ
在该试点政策下ꎬ省级政府拥有更大的用地自主权ꎬ可自由调配区域内不同地区的建设

用地供给ꎬ增强土地管理灵活性ꎬ有助于优化新增建设用地的空间配置ꎻ提高用地审批效率ꎬ
减少制度性交易成本ꎻ保障重点项目的项目用地ꎬ拓宽城市发展空间ꎮ

三、机制分析与研究假说

用地审批权下放可能从以下两个方面影响城市生产率:一方面ꎬ审批权力下放后ꎬ由于

地方政府更了解当地具体情况ꎬ具备信息优势ꎬ因而更能因地制宜地安排土地供给ꎬ发挥国

土空间规划的统筹作用ꎬ优化土地资源的空间配置ꎮ 这有助于减少资源错配ꎬ提升土地配置

效率ꎬ从而提高城市生产率ꎮ 另一方面ꎬ用地审批权下放会增强地方政府对土地的支配权力

使用灵活性和供地效率ꎬ使之能更加灵活地调整新增建设用地指标ꎬ优先用于保障重大基础

设施项目的落地ꎬ疏通基建项目的用地障碍ꎬ促进基础设施建设ꎬ从而促进城市生产率的提

升ꎮ
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是土地审批权下放影响城市生产率的一个重要机制ꎮ 相较于国

务院和自然资源部ꎬ省级政府对市场的洞察更为敏锐ꎬ更适宜执行以操作为主的用地审批职

能ꎮ 土地审批权下放后ꎬ地方政府可以更加因地制宜地将有限的土地配置给土地边际生产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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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更高的企业ꎬ减少土地浪费和利用低效的问题ꎬ优化土地资源的空间配置ꎬ从而提升土

地资源配置效率ꎮ
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是影响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ꎮ 与资源错配相关的文献认为ꎬ资源

的有效配置可以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总产出增加ꎬ而土地资源配置是其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Ｂａｎｅｒｊｅｅ ａｎｄ Ｍｏｌｌꎬ２０１０ꎻＢｒａｎｄｔ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３)ꎮ 易纲等(２００３)认为ꎬ资源配

置效率的改善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作出了重要贡献ꎮ 具体到土地资源配置方面ꎬ有
关文献认为ꎬ土地资源错配问题影响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李力行等ꎬ２０１６)ꎬ工业用地价

格的上升能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张莉等ꎬ２０１９)ꎮ 综上ꎬ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能够提升

全要素生产率ꎬ因此本文提出:
假说 １:土地审批权下放ꎬ能够提升土地资源配置效率ꎬ从而促进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

升ꎮ
土地审批权下放也可以通过提升基础设施水平来影响城市生产率ꎮ 具体地块的审批权

限下放后ꎬ省级政府在涉及农用地转建设用地的审批工作中有更大自主权ꎮ 相关研究表明ꎬ
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动机使他们倾向于出让更多土地ꎬ提供更多的公共基础设施ꎬ以推动经

济增长(王贤彬等ꎬ２０１４)ꎮ 而基建项目经常涉及农用地转用问题ꎬ许多基建项目受其制约而

推进受阻ꎮ 用地审批权的下放有助于地方政府灵活调整新增建设用地指标ꎬ优先保障重大

基建项目ꎬ疏通基建项目的用地障碍ꎬ提升基础设施水平ꎮ
大量文献认为ꎬ基础设施对生产率有积极的影响ꎮ Ｃｏｈｅｎ 和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２００４)、刘生龙和

胡鞍钢(２０１０)验证了交通基础设施对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ꎮ 张浩然和衣保中

(２０１２)则验证了通讯基础设施、医疗条件、人力资本和交通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

作用ꎮ 因此ꎬ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能够促进城市生产率的增长ꎮ 综合上述分析ꎬ本文提出:
假说 ２:土地审批权下放ꎬ有利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ꎬ从而促进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

升ꎮ

四、模型与变量设定

(一)模型设定

报国务院批准建设用地的城市在初期共有 ８４ 个①ꎮ ２０１１ 年ꎬ国土资源部在第一批共 ３５
个城市开展改进报国务院批准城市建设用地审查报批工作试点ꎻ２０１２ 年ꎬ第二批共 ２０ 个城

市加入试点ꎮ 因此ꎬ本文的研究总样本是初期确定的报国务院批准建设用地的城市ꎬ共 ８４
个ꎮ 其中ꎬ将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的第一批、第二批试点城市视为实验组ꎬ共 ５５ 个ꎻ非试点城

市视为控制组ꎬ共 ２９ 个ꎮ 由于试点工作分两批开展ꎬ因此ꎬ本文采用连续时间双重差分模

型ꎬ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ｌｎＴＦＰ ｉꎬｔ ＝α０＋α１ＤＩＤｉꎬｔ＋α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ꎬｔ＋λ ｔ＋μｉ＋εｉꎬｔ (１)

(１)式中: ｉ、ｔ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ꎮ ｌｎ ＴＦＰ ｉꎬｔ 为被解释变量ꎬ用城市 ｉ在 ｔ 年的全要素生产率

的对数衡量ꎮ 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ꎬ本文采用增长核算法和 ＤＥＡ－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数分析法两

种方法估计城市全要素生产率ꎮ ＤＩＤｉꎬｔ 是双重差分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ꎬ对于实验组的城市

２２

①２０１１ 年新增 ２２ 个城市建设用地需报国务院批准ꎬ由于与试点政策时间重合ꎬ为排除干扰不纳入研

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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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而言ꎬ若 ｔ 时间在该城市所对应的试点政策时点之前ꎬ值为 ０ꎬ在该城市所对应的试点政策

时点之后ꎬ值为 １ꎻ对于控制组的城市 ｉ 而言ꎬ值为 ０ꎮ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ꎬｔ 为控制变量ꎬ包括基础设施、
人力资本、就业密度、企业密度、工业化水平、服务业水平、外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水平ꎮ μｉ、
λ ｔ 分别为控制城市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的虚拟变量ꎬ分别控制城市不随时间变化的影

响因素以及特定年份的宏观影响因素ꎮ εｉꎬｔ 为随机扰动项ꎮ 在该模型中ꎬ系数 α１ 反映了报国

务院批准城市建设用地审批制度改革试点的城市生产率促进效应ꎬ预期 α１ 显著为正ꎮ 实证

过程均把标准误聚类到城市层面ꎮ
(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 ８４ 个样本城市名单和 ５５ 个试点城市名单由作者根据政策文件收集整理ꎮ
其中ꎬ报国务院批准建设用地的初期 ８４ 个城市名单①根据«报国务院批准的建设用地审查

办法»确定ꎬ２０１１ 年新增的 ２２ 个报国务院批准用地城市名单整理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南方

日报»的报道②ꎮ 报国务院批准城市建设用地审批制度改革试点政策中ꎬ第一批 ３５ 个试点

城市名单来自«国土资源部关于开展改进报国务院批准城市建设用地审查报批工作试点的

通知»ꎬ第二批 ２０ 个试点城市名单由作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向自然

资源部提出信息公开申请后获得ꎮ
本文使用的城市层面经济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和 ＣＥＩＣ

中国经济数据库ꎮ 由于 ２００６ 年国务院曾对城市建设用地审批方式进行过调整ꎬ为排除干

扰ꎬ本文去除 ２００６ 年及以前的数据ꎮ 报国务院批准城市建设用地审批制度改革试点于 ２０１７
年开始全面铺开至所有样本城市ꎬ因此本文去除 ２０１７ 年及以后的数据ꎮ 综上ꎬ本文使用了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年的 ８４ 个样本城市的经济数据ꎮ 为保证数据的质量ꎬ本文对数据进行如下筛

选:(１)因拉萨市数据缺失过多ꎬ因此回归分析中不包括拉萨市的数据ꎻ(２)对所有连续变量

进行 １％ 的缩尾处理ꎬ降低异常值的影响ꎮ
本文所使用的全国土地出让数据来自中国土地市场网ꎮ 具体而言ꎬ本文使用了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６ 年全国约 １８４ 万条土地出让的微观数据ꎬ按照“土地用途”提取出建设用地中主要用地

类型的数据ꎬ并分城市和年份进行统计ꎮ 本文使用的省级腐败程度的数据来源于«中国检察

年鉴»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ꎬ其中包括各地区当年立案侦查的贪

污、受贿、挪用公款等职务犯罪的情况ꎮ 用于衡量基建投资情况的城市建设固定资产投资总

额、道路桥梁建设投资总额以及用于计算土地财政依赖程度的相关数据来自“国信房地产信

息网城市年度库”ꎮ
(三)变量选取

１.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城市生产率的对数ꎮ 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很多ꎬ其中ꎬ基于 Ｃ－Ｄ 生

产函数的增长核算法和索洛残差法曾是最广泛采用的方法ꎬ而由 ＤＥＡ 发展出来的 ＤＥＡ－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数分析方法在近年广受欢迎ꎮ 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ꎬ本文分别采用 ＤＥＡ－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数分析方法和增长核算法两种方法进行测算ꎮ

３２

①
②

报国务院批准用地初期 ８４ 个城市名单、新增 ２２ 个城市名单限于篇幅未列出ꎬ可向作者索取ꎮ
资料来源:卢轶ꎬ２０１１:«国务院上收 ２２ 市建设用地审批权 珠三角核心地带各市均在此列»ꎬ«南方日

报»８ 月 ２４ 日ꎬ第 Ａ１５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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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计算生产率所需指标的测算

计算城市生产率涉及对投入和产出指标的测算ꎬ包括城市总产出Ｙｉꎬｔ、城市资本投入Ｋ ｉꎬｔ

和城市劳动投入Ｌｉꎬｔꎮ 城市总产出Ｙｉꎬｔ用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来表示ꎬ根据分省的国内生产总

值指数进行平减ꎬ将数据开始的年份 ２００７ 年选取为基年ꎬ将 ＧＤＰ 换算为 ２００７ 年不变价的实

际国内生产总值ꎮ 借鉴许海平和王岳龙(２０１０)ꎬ城市劳动投入 Ｌｉꎬｔ使用城市就业人数来表

示ꎮ 城市资本投入 Ｋ ｉꎬｔ 用全市资本存量表示ꎬ并通过永续盘存法进行测算ꎬ参照张军等

(２００４)的方法ꎬ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作为当期投资额 Ｉｔꎬ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作为 Ｐ ｔꎬ基
年资本存量 Ｋ０ 用各城市当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除以 １０％表示ꎬ固定资产折旧率 σ 为 ９.６％ꎮ
使用上述方法计算得到各城市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年的资本存量ꎬ为 ２００７ 年不变价ꎮ

(２)ＤＥＡ－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数分析方法计算生产率

ＤＥＡ 方法是在确定性非参数前沿概念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非参数方法ꎮ ＤＥＡ－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数则是 Ｆａｒｅ 等(１９９４)将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生产率指数与 ＤＥＡ 理论相结合的产物ꎮ 相

较于参数估计方法ꎬＤＥＡ－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数分析方法不需要设定具体的生产函数形式ꎬ避免了

生产函数形式的误设ꎬ因此在生产率的测算上得到广泛应用(许海平、王岳龙ꎬ２０１０)ꎮ 本文

利用 ＤＥＡＰ２.０ 软件对总样本中 ８４ 个报国务院批准用地城市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年的数据进行

ＤＥＡ－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数分析ꎬ得到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生产率指数ꎬ再最终得到对数生产率 ｌｎＴＦＰ ＿
ＤＥＡ①ꎮ

(３)增长核算法计算生产率

增长核算法是基于 Ｃ－Ｄ 生产函数ꎬ通过总产出与投入要素的比值来估算全要素生产率

的方法ꎮ 参照张浩然和衣保中(２０１２)ꎬ将资本和劳动产出弹性数值分别设定为 ０.４ 和 ０.６ꎮ
将计算得到的总产出 Ｙ、资本投入 Ｋ 和劳动投入 Ｌ 代入ꎬ取对数后得到对数生产率 ｌｎＴＦＰ＿
ＣＤꎮ

２.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基础设施(ｌｎｉｎｆｒａ)、人力资本( ｌｎｅｄｕ)、就业密度( ｌｎｄｅｎｌａ)、企
业密度(ｌｎｅｄ)、工业化水平( ｉｎｄ)、服务业水平( ｓｅｒ)、外资水平( ｏｐｅｎ)、固定资产投资水平

(ｌｎｌｉ)ꎮ
３.其他变量

在机制检验部分ꎬ本文选取城市建设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ｌｎｃｏｎｓｔｒ)和道路桥梁建设投资

总额(ｌｎｃｏｎｓｔｒ＿ｒｏａｄ)来衡量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的情况ꎬ并使用人均道路里程数( ｌｎｉｎｆｒａ)和
每平方公里的道路里程数(ｌｎｉｎｆｒａ１)作为基础设施水平的衡量指标ꎮ

在异质性分析阶段ꎬ本文选取试点政策前一年的人均 ＧＤＰ 的对数( ｌｎｇｄｐｐｅｒ)来衡量城

市的初始经济发展水平ꎬ以此检验初始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否会影响政策的生产率促进效应ꎮ
参照刘勇政和冯海波(２０１１)ꎬ使用试点政策前一年的每万人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立案数

(ｃｏｒｒ)作为地区腐败程度的替代变量ꎬ探讨政策效果是否受当地腐败程度的影响ꎮ 采用试点

政策前一年的土地出让成交价款与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之比( ｌａｎｄｆｉｎ)衡量城市对土地

４２

①由于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生产率指数是指相对于上一年生产率的变化率ꎬ因此这里将基期各城市的全要素生

产率设为 １ꎬ用第 ｔ＋１ 年的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生产率指数乘以第 ｔ 年的全要素生产率ꎬ得到第 ｔ＋１ 年的全要素生产

率ꎮ 依此类推ꎬ可求得每年的全要素生产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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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的依赖程度ꎬ检验土地财政依赖程度是否会影响政策效果ꎮ
本文采用的主要变量及定义如表 ２ 所示ꎮ

　 　 表 ２ 　 　 变量说明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说明

ｌｎＴＦＰ＿ＣＤ 城市生产率－增长核算法 采用增长核算方法测算ꎬ详见正文

ｌｎＴＦＰ＿ＤＥＡ 城市生产率－ＤＥＡ 方法 采用 ＤＥＡ－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数分析法测算ꎬ详见正文

ｌｎｉｎｆｒａ 基础设施(人均里程) 城市道路里程 / 常住人口(公里 / 万人)
ｌｎｉｎｆｒａ１ 基础设施(地均里程) 城市道路里程 / 土地面积(公里 / 平方公里)
ｌｎｅｄｕ 人力资本 教育经费支出 / 总学生数(元 / 人)
ｌｎｄｅｎｌａ 就业密度 总就业人口 / 土地面积(万人 / 平方公里)
ｌｎｅｄ 企业密度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 / 土地面积(个 / 平方公里)
ｉｎｄ 工业化水平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全市 ＧＤＰ 比重(１００％)
ｓｅｒ 服务业水平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市 ＧＤＰ 比重(１００％)
ｏｐｅｎ 外资水平 外商直接投资 / 国内生产总值(１００％)
ｌｎｌｉ 固定资产投资水平 固定资产投资 / 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元 / 人)
ｌｎｃｏｎｓｔｒ 城市建设投资水平 城市建设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
ｌｎｃｏｎｓｔｒ＿ｒｏａｄ 道路桥梁投资水平 道路桥梁建设投资总额(亿元)
ｌｎｇｄｐｐｅｒ 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 ＧＤＰ(元 / 人)
ｃｏｒｒ 腐败程度 每万人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立案数(件 / 万人)
ｌａｎｄｆｉｎ 土地财政依赖程度 土地出让成交价款 / 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１００％)

４.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对主要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ꎬ结果见表 ３ꎮ 可以看出ꎬ各城市在全要素生产率上

有较大的差异ꎬ这与我国地区发展不均衡的情况是相符合的ꎮ

　 　 表 ３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察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ｎＴＦＰ＿ＣＤ ８２８ ６.３４１０ ０.３７０１ ４.９５６１ ７.２７７４
ｌｎＴＦＰ＿ＤＥＡ ８３０ －０.３４０５ ０.３５９５ －２.８７１３ ０.３２５０
ｌｎｉｎｆｒａ ７８２ ３.９１４０ ０.７７７９ １.４６０８ ５.５８０６
ｌｎｉｎｆｒａ１ ７９２ －０.０７８２ ０.６２７７ －２.７４６８ ０.７４０２
ｌｎｅｄｕ ７０７ ９.３９６９ ０.５９０３ ７.５１７７ １０.６３８１
ｌｎｄｅｎｌａ ８２７ －３.０８７０ １.０９６７ －７.０５１６ －０.５３８３
ｌｎｅｄ ８２９ －１.１６８４ １.１８１８ －５.６６４２ １.４４０６
ｉｎｄ ８２８ ４８.８４７６ １０.８６９７ ２０.９４００ ７６.３７００
ｓｅｒ ８２８ ４８.０３８２ １１.１０７７ ２２.１７００ ７６.８６００
ｏｐｅｎ ７９６ １.９０６４ １.７９７０ ０.０１７２ １２.１０９１
ｌｎｌｉ ８２１ １２.４６８５ ０.６７８７ １０.３５２２ １４.０４８４
ｌｎｃｏｎｓｔｒ ８２３ ３.６５８９ １.５５９０ －１.５３２５ ７.１８７６
ｌｎｃｏｎｓｔｒ＿ｒｏａｄ ８１９ ２.８０１４ １.７２６８ －６.９１７８ ６.２１０２
ｌｎｇｄｐｐｅｒ ８１２ １０.９３６５ ０.５６６１ ９.３７８１ １２.４９１８
ｃｏｒｒ ８３０ ２７.７４５９ ５.５９０７ １２.３５５０ ４２.３０２８
ｌａｎｄｆｉｎ ８３０ ７１.６８０６ ４１.４０３５ ４.５９４２ １７３.９０３３

　 　 资料来源:城市经济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和 ＣＥＩＣ 中国经济数据库ꎮ
土地财政、城市建设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来源于国信房地产信息网城市年度数据库ꎮ 腐败程度相关数据来源

于«中国检察年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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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基本结果如表 ４ 所示ꎮ 列(１)、(２)以使用增长核算法测算的城市生产率 ｌｎＴＦＰ＿ＣＤ 作

为被解释变量ꎬ列(３)、(４)则采用以 ＤＥＡ－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方法测算得到的 ｌｎＴＦＰ＿ＤＥＡ 作为被解

释变量ꎮ 列(１)、(３)仅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ꎬ列(２)、(４)加入了一系列控制

变量ꎮ 估计结果表明ꎬ无论以增长核算法还是 ＤＥＡ 方法计算的城市生产率、是否加入控制

变量ꎬ土地审批权的下放对城市生产率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ꎮ

　 　 表 ４ 　 　 土地审批权下放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变量
ｌｎＴＦＰ＿ＣＤ ｌｎＴＦＰ＿ＣＤ ｌｎＴＦＰ＿ＤＥＡ ｌｎＴＦＰ＿ＤＥＡ

(１) (２) (３) (４)
ＤＩＤ ０.１０３９∗∗∗ ０.０６５１∗∗∗ ０.１５３７∗∗ ０.０９７４∗∗

(４.００) (３.１３) (２.４６) (２.３４)
ｌｎｉｎｆｒａ ０.２４０１∗∗∗ ０.１５７３∗∗

(５.３３) (２.３９)
ｌｎｅｄｕ －０.０３０５ －０.０９３２

(－０.６６) (－１.３７)
ｌｎｄｅｎｌａ －０.２３７２∗∗∗ －０.１０７３∗∗

(－５.４７) (－２.２５)
ｌｎｅｄ ０.１０５６∗∗∗ ０.０３９８

(３.２１) (１.０７)
ｉｎｄ ０.００９２∗ ０.０００１

(１.９０) (０.０１)
ｓｅｒ ０.００８７∗ ０.００５０

(１.７１) (０.６４)
ｏｐｅｎ －０.２３０２ ３.２４１５

(－０.３４) (１.５３)
ｌｎｌｉ －０.１８０３∗∗∗ －０.２８６５∗∗∗

(－５.５４) (－３.９５)
常数项 ６.５９７７∗∗∗ ６.６３１５∗∗∗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８５２∗∗∗

(５７６.５０) (９.９９) (－０.００) (３.０３)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８２８ ６３６ ８３０ ６３６
Ｒ２ ０.７８３７ ０.８６６８ ０.６７３８ ０.７５５８

　 　 注:括号内是 ｔ 值ꎬ标准误聚类到城市层面ꎬ∗、∗∗和∗∗∗分别表示估计系数在 １％、５％和 １０％的水平

上显著ꎮ 后表同ꎮ

(二)平行趋势检验与动态效应

参考 Ｂｅｃｋ 等(２０１０)、曹清峰(２０２０)ꎬ采用事件分析方法(ｅｖ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进行平行趋势检

验ꎬ设定如下的回归模型:
ｌｎＴＦＰ ｉꎬｔ ＝α０＋α１１ＤＩＤ

－４
ｉꎬｔ＋􀆺＋α１９ＤＩＤ

＋４
ｉꎬｔ＋α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ꎬｔ＋λ ｔ＋μｉ＋εｉꎬｔ (２)

(２)式中:ＤＩＤ ｊ
ｉꎬｔ为虚拟变量ꎮ 当年份 ｔ 恰好为城市 ｉ 对应的试点时间之后 ｊ 年时ꎬＤＩＤ＋ｊ

ｉꎬｔ为 １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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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情况为 ０ꎻ当年份 ｔ 恰好为城市 ｉ 对应的试点时间之前 ｊ 年时ꎬＤＩＤ－ｊ
ｉꎬｔ为 １ꎬ其余情况为 ０ꎮ

该模型中的其余变量与基准模型一致ꎮ 本文检验了试点政策实施前 ４ 年至后 ４ 年共 ９ 年的

趋势变化ꎮ 为避免多重共线性ꎬ本文参考曹清峰(２０２０)ꎬ将土地审批权下放试点政策前一年

作为基准期去除ꎬ因此没有汇报ＤＩＤ－１
ｉꎬｔ这一虚拟变量的系数ꎮ 图 １ 为以 ｌｎＴＦＰ＿ＤＥＡ 为被解释

变量时平行趋势检验的结果ꎮ

图 １　 平行趋势检验

图 １ 显示ꎬ试点政策实施前实验组和控制组不存在显著的差异ꎬ但政策实施后产生了明

显差别ꎬ样本通过平行趋势检验ꎬ满足双重差分法的基本假定ꎬ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

的ꎮ 同时可以大致看出ꎬ该政策的生产率促进效应在试点实施后逐渐增大ꎬ政策效果具有持

续性ꎮ 使用 ｌｎＴＦＰ＿ＣＤ 作为被解释变量所得的图形与之相似ꎬ限于篇幅未报告ꎮ
(三)安慰剂检验

尽管本文在基准回归中已经控制了大量的城市特征变量ꎬ但仍可能存在部分无法观测

的城市特征差异ꎬ影响政策评估的准确性ꎮ 为了排除其他非观测遗漏变量的干扰ꎬ参照 Ｌａ
Ｆｅｒｒａｒａ 等(２０１２)、Ｌｉ 等(２０１６)ꎬ通过在 ８４ 个样本城市中随机选择 ３５ 个样本为第一批实验

组、２０ 个样本为第二批实验组ꎬ共 ５５ 个样本作为实验组来进行检验ꎬ结果见图 ２ꎮ

图 ２　 安慰剂检验结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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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别将 ｌｎＴＦＰ＿ＤＥＡ 和 ｌｎＴＦＰ＿ＣＤ 作为被解释变量ꎬ通过计算机随机选取实验组ꎬ
并将这一随机过程重复 ５００ 次ꎮ 图 ２ 为将 ｌｎＴＦＰ＿ＤＥＡ 作为被解释变量时ꎬ估计系数的概率

密度分布图ꎬ可以看出ꎬ５００ 次随机分配过程中ꎬ系数估计值 α^１ 集中分布在 ０ 附近ꎮ 以

ｌｎＴＦＰ＿ＣＤ 为被解释变量时ꎬ结果也是相似的ꎮ 综上ꎬ其他非观测遗漏变量不会影响基本结

论ꎬ基准回归中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ꎮ
(四)其他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一步进行了多项稳健性检验ꎬ主要包括:第一ꎬ去除四大一线城市的样本ꎮ 由于

一线城市与其他城市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ꎬ为了排除这种特殊性的干扰ꎬ去除一线城市的

样本ꎬ重新利用(１)式进行双重差分检验ꎬ结果如表 ５ 列(１)、(２)所示ꎬ土地审批权下放的试

点政策依然显著影响城市生产率ꎮ 第二ꎬ排除金融危机的影响ꎮ 由于样本的时间范围内发

生了全球金融危机ꎬ可能对估计产生不利影响ꎬ因此去除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的数据ꎬ重新进

行估计ꎬ结果如表 ５ 列(３)、(４)所示ꎬ试点政策对城市生产率的促进效应仍然显著ꎮ 第三ꎬ
控制城市初期的生产率水平ꎮ 在选择建设用地审批改革试点城市的时候ꎬ政府的选择可能

受城市发展水平的影响ꎮ 为解决政策的内生性问题ꎬ本文将试点政策前一期的城市生产率

加入回归中ꎬ回归结果如列(５)、(６)所示ꎬ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仍然正向显著ꎮ 第四ꎬ更换被

解释变量ꎮ 虽然基准回归中已经选用了两种使用广泛的生产率衡量方法ꎬ但一直采用对数

形式ꎮ 为排除数据量级造成的干扰ꎬ此处使用不取对数的城市生产率进行回归ꎬ如列(７)、
(８)所示ꎬ结果显示土地审批权下放的试点政策仍然显著影响城市生产率ꎮ

　 　 表 ５ 　 　 稳健性检验

变量

去除一线城市 排除金融危机影响 加入上期 ＴＦＰ 更换被解释变量

ｌｎＴＦＰ＿ＣＤ ｌｎＴＦＰ＿ＤＥＡ ｌｎＴＦＰ＿ＣＤ ｌｎＴＦＰ＿ＤＥＡ ｌｎＴＦＰ＿ＣＤ ｌｎＴＦＰ＿ＤＥＡ ＴＦＰ＿ＣＤ ＴＦＰ＿ＤＥＡ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ＤＩＤ ０.０５４９∗∗∗ ０.０９６６∗∗ ０.０４１１∗∗ ０.０５３８∗∗ ０.０２７１∗∗ ０.０４８７∗∗ ４２.８４２９∗∗ ０.０４３４∗∗

(２.７０) (２.１１) (２.０３) (２.３１) (２.４３) (２.５０) (２.５５) (２.４６)
Ｌ.ｌｎＴＦＰ＿ＣＤ ０.６８３９∗∗∗

(１６.８４)
Ｌ.ｌｎＴＦＰ＿ＤＥＡ ０.６３６４∗∗∗

(１７.５７)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６０４ ６０４ ４８４ ４８４ ６３４ ６３６ ６３６ ６３６
Ｒ２ ０.８７６５ ０.７５７０ ０.８４５７ ０.７９６２ ０.９３２４ ０.８８４８ ０.８０５７ ０.８５９５

　 　 注:控制变量包括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就业密度、企业密度、工业化水平、服务业水平、外资水平、固定
资产投资水平ꎬ限于篇幅未报告ꎮ 后表同ꎮ

六、影响机制检验

本文认为用地审批权下放的试点政策会提高土地配置效率和基础设施水平ꎬ进而促进

城市生产率的提升ꎮ 接下来ꎬ将分别对这两种可能的影响渠道进行实证检验ꎮ
(一)土地配置效率的影响机制

本文在假说 １ 中提出ꎬ试点政策可以通过提高土地配置效率来影响城市生产率ꎮ 试点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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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实施后ꎬ具体用地审批权下放ꎬ由于地方政府具备信息优势ꎬ因此更能将土地配置给边

际生产效率更高的企业ꎬ减少土地资源错配ꎬ提高土地配置效率ꎮ 而相关研究表明ꎬ资源的

有效配置是影响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ꎮ 因此ꎬ土地审批权下放可以通过提高土地配置效

率ꎬ从而影响城市生产率ꎮ
若假说 １ 成立ꎬ则在土地配置效率更低的城市ꎬ试点政策更能有效地减少土地错配ꎬ对

土地配置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ꎬ对城市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也将更加显著ꎮ 根据蒋省三

等(２００７)、张莉等(２０１３)的研究ꎬ政企合谋会导致土地利用效率和配置效率偏低ꎬ协议出让

土地导致土地资源错配ꎬ即协议出让比例越高、招拍挂比例越低ꎬ则土地配置效率越低ꎮ 因

此ꎬ本文采用土地招拍挂宗数比例来衡量当地的土地配置效率ꎮ 将各城市按土地配置效率

中位数分为高低两组ꎬ分别使用(１)式进行实证检验ꎬ结果如表 ６ 所示ꎮ

　 　 表 ６ 　 　 按土地配置效率高低分组回归

变量

土地配置效率高 土地配置效率低

ｌｎＴＦＰ＿ＣＤ ｌｎＴＦＰ＿ＤＥＡ ｌｎＴＦＰ＿ＣＤ ｌｎＴＦＰ＿ＤＥＡ
(１) (２) (３) (４)

ＤＩＤ ０.０３６７ ０.０７８５ ０.０９４９∗∗∗ ０.０９２３∗∗

(１.０４) (１.５５) (３.４３) (２.４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３２９ ３２９ ３０７ ３０７
Ｒ２ ０.８８４７ ０.７４５６ ０.８８１３ ０.８３７８

表 ６ 中列(１)、(２)采用土地配置效率高的城市样本进行回归ꎬ发现 ＤＩＤ 系数为正ꎬ但并

不显著ꎮ 列(３)、(４)采用土地配置效率低的城市进行回归ꎬＤＩＤ 系数均显著为正ꎮ 对比两

组样本城市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ꎬ土地审批权下放主要对土地配置效率低的城市生产率起

促进作用ꎬ对于土地配置效率高的城市则促进效果不太明显ꎬ这验证了本文的假说 １ꎬ即土地

审批权下放通过提高土地配置效率来提高城市生产率ꎮ
(二)基础设施水平的影响机制

提高基础设施水平是土地审批权下放影响城市生产率的另一重要机制ꎮ 而已有的研究

证明了基础设施建设对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ꎬ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将推动城市生产率

的提高ꎮ 本文将通过实证分析ꎬ检验土地审批权下放能否增加基建用地数量、促进基础设施

投资建设并提升城市基础设施水平ꎬ从而促进城市生产率的提高ꎮ
首先ꎬ在土地出让的微观层面上ꎬ具体地块的审批权下放ꎬ赋予省级政府更大的用地自

主权ꎬ可自由调配区域内不同地区的建设用地需求ꎬ优先保障基础设施建设重点项目用地ꎮ
本文使用中国土地市场网的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年全国土地出让数据ꎬ根据土地用途将出让地块分

为商住用地、工矿仓储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特殊用地、交通运输用地五大类ꎬ分
年度、分城市计算每种用地出让宗数的占比ꎬ使用双重差分法ꎬ检验土地审批权下放是否影

响了基础设施相关用地类型的出让情况ꎮ
表 ７ 的结果显示ꎬ在主要用地类型中ꎬ只有交通运输用地的系数显著为正ꎬ说明试点政

策能够显著提高土地出让中交通运输用地的占比ꎬ从而有利于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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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７ 　 　 土地审批权下放对土地出让的影响

变量
商住用地 工矿仓储用地

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特殊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

(１) (２) (３) (４) (５)
ＤＩＤ －０.０１０３ －０.０１８２ ０.００６６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２２５∗∗

(－０.７２) (－１.２６) (０.６６) (－０.４８) (２.５１)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５３２ ５３２ ５３２ ５３２ ５３２
Ｒ２ ０.２６１５ ０.１５１２ ０.２３０２ ０.０９１０ ０.２８４７

为了进一步检验土地审批权下放能否提高城市基建投资水平、促进基础设施建设ꎬ本文

将城市建设固定资产投资总额(ｌｎｃｏｎｓｔｒ)和道路桥梁建设投资总额( ｌｎｃｏｎｓｔｒ＿ｒｏａｄ)作为被解

释变量进行回归ꎬ分别采用人均道路里程数( ｌｎｉｎｆｒａ)和每平方公里道路里程数( ｌｎｉｎｆｒａ１)衡
量城市的基础设施水平ꎬ使用双重差分法直接检验土地审批权下放试点政策对基础设施水

平的提升作用ꎮ
由表 ８ 列(１)、(２)可知ꎬ将城市建设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道路桥梁建设投资总额作为被

解释变量时ꎬ待估系数均显著为正ꎬ说明土地审批权下放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道路桥梁等基

础设施的投资建设ꎮ 列(３)、(４)的结果显示ꎬ以基础设施水平为被解释变量时ꎬＤＩＤ 系数显

著为正ꎬ说明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基础设施水平ꎮ

　 　 表 ８ 　 　 土地审批权下放对城市基建投资、基础设施水平的影响

变量

城市基建投资 城市基础设施水平

ｌｎｃｏｎｓｔｒ ｌｎｃｏｎｓｔｒ＿ｒｏａｄ ｌｎｉｎｆｒａ ｌｎｉｎｆｒａ１
(１) (２) (３) (４)

ＤＩＤ ０.３６０４∗∗∗ ０.３８８４∗∗ ０.０６３７∗∗ ０.０４７２∗∗

(３.２２) (２.４８) (２.０３) (２.４０)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６３２ ６２８ ６３６ ６４５
Ｒ２ ０.２９４６ ０.１６２４ ０.２２２５ ０.４５９９

根据 Ｃｏｈｅｎ 和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２００４)、刘生龙和胡鞍钢(２０１０)、张浩然和衣保中(２０１２)的研

究ꎬ基础设施水平是城市生产率的重要决定因素ꎬ基础设施水平的上升能够很大程度上促进

城市生产率的提高ꎮ 综上ꎬ土地审批权下放的试点政策能够提升城市基础设施水平ꎬ从而促

进城市生产率的增长ꎬ这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第二种影响机制ꎮ
总之ꎬ土地审批权下放试点政策通过两个影响机制达到提高城市生产率的效果:一方

面ꎬ土地审批权下放能够提高土地配置效率ꎬ进而提高城市生产率ꎻ另一方面ꎬ土地审批权限

下放有利于政府灵活安排、优先保障基建用地ꎬ提高基础设施水平ꎬ进而提高城市生产率ꎮ

七、进一步讨论

(一)异质性分析

前文已经证明ꎬ对于所有 ８４ 个样本城市平均而言ꎬ土地审批权下放能够有效提升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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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要素生产率ꎮ 但是由于各城市发展并不均衡ꎬ以上城市在城市规模、基础设施、经济发展

水平等方面有明显的差异ꎮ 在此背景下ꎬ土地审批权下放试点政策对于不同城市的生产率

促进作用是否存在差异性呢? 有哪些因素可能放大或制约了政策的生产率促进效应? 本文

将依次检验城市行政等级、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水平、腐败程度、土地财政依赖程度五个

因素对试点政策的生产率促进效果的影响ꎮ 对于该问题的探讨有助于在未来制定实施类似

改革政策时做到因地制宜ꎬ优化政策效果ꎮ
１.城市行政等级的影响

在中国的行政制度下ꎬ一个城市在行政审批、政策执行等方面的条件与其行政等级密切

相关ꎮ 本文将 ８４ 个样本城市划分为省会城市和直辖市、非省会城市两大类ꎬ以检验行政等

级的差异是否导致了政策的生产率促进效应的异质性ꎮ 省会城市通常是省级人民政府所在

地ꎬ由于存在地理优势和行政级别优势ꎬ相比非省会城市ꎬ其与省级政府的联系沟通更加顺

畅ꎬ因此土地审批的执行效率也更高ꎻ而非省会城市由于空间距离和沟通成本等问题ꎬ导致

土地审批效率相对较低ꎮ 在土地审批权下放至省级政府之后ꎬ审批流程简化ꎬ审批效率提

高ꎬ这对土地审批效率原本较低的非省会城市可能有更显著的作用ꎮ
为验证该猜想ꎬ本文在模型(１)的基础上ꎬ将是否为省会城市的虚拟变量与土地审批权

下放试点的交互项(ＤＩＤ×ｃａｐｉｔａｌ)加入回归ꎮ 这里也加入了是否为省会城市的虚拟变量ꎬ但
由于被城市固定效应吸收ꎬ因而没有报告系数ꎮ 表 ９ 列(１)、(２)的回归结果表明ꎬ无论是省

会城市还是非省会城市ꎬ土地审批权下放都能显著提升城市生产率ꎬ且其城市生产率促进作

用在不同等级的城市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ꎮ
２.初始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土地审批权下放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可能受到初始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ꎮ 对于初始经

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而言ꎬ由于增长空间和潜力更大ꎬ试点政策可能有更好的作用效果ꎮ
考虑到人均 ＧＤＰ 能够很好地刻画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ꎬ这里将试点前一年的人均

ＧＤＰ 的对数与土地审批权下放试点的交互项(ＤＩＤ×ｌｎｇｄｐｐｅｒ)加入回归ꎮ 回归结果如表 ９ 列

(３)、(４)所示ꎬ系数符号都为负ꎬ但只有一个在 １０％水平下显著ꎮ 总体而言ꎬ城市经济发展

水平的差异对试点政策效果的影响比较微弱ꎮ 这可能是由于经济较落后的城市在短期内也

受到当地营商环境、政府治理水平、劳动力素质等方面不足的制约ꎬ因此难以将增长空间和

潜力转化为实际增长ꎮ 这也提示我们ꎬ发展落后地区不能只依赖单个政策ꎬ而应当同时从优

化营商环境、吸引优秀人才等多个方面发力ꎬ推动各项改革配套措施相互配合ꎬ为充分发掘

其经济发展潜力提供全方位制度供给ꎮ
３.基础设施水平的影响

机制分析表明ꎬ土地审批权下放试点政策通过提高基础设施水平ꎬ从而提高城市生产

率ꎮ 据此ꎬ本文推测试点政策可能对基础设施水平较低的城市有更大的生产率促进作用ꎮ
这里在回归中加入基础设施水平与土地审批权下放试点的交互项(ＤＩＤ×ｌｎｉｎｆｒａ)ꎮ 结果

如表 ９ 列(５)、(６)所示ꎬ ＤＩＤ×ｌｎｉｎｆｒａ 的系数显著为负ꎬ说明在基础设施水平低的城市ꎬ土地

审批权下放对提高城市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ꎮ 这可以解释为ꎬ土地审批权下放对基

础设施落后地区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ꎬ显著促进了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ꎬ因而生产率的

提高更加明显ꎻ而基础设施领先的城市提升空间较小ꎬ削弱了土地审批权下放通过这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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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城市生产率提高的效果ꎮ

　 　 表 ９ 　 　 城市等级、发展水平、基础设施的影响

变量

城市等级 发展水平 基础设施

ｌｎＴＦＰ＿ＣＤ ｌｎＴＦＰ＿ＤＥＡ ｌｎＴＦＰ＿ＣＤ ｌｎＴＦＰ＿ＤＥＡ ｌｎＴＦＰ＿ＣＤ ｌｎＴＦＰ＿ＤＥＡ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ＤＩＤ ０.０８４３∗∗∗ ０.０８７１∗ ０.１０１４∗∗∗ ０.１２９５∗ ０.０９０１∗∗∗ ０.１２３０∗∗∗

(２.８１) (１.９０) (３.８５) (１.９７) (３.９８) (２.７９)
ＤＩＤ ×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０３５３ ０.０１８８

(－０.９９) (０.４４)
ＤＩＤ × ｌｎｇｄｐｐｅｒ －０.０５７７∗ －０.０５１１

(－１.７５) (－０.９３)
ＤＩＤ × ｌｎｉｎｆｒａ －０.０８４２∗∗ －０.０８６２∗∗

(－２.０８) (－２.０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６３６ ６３６ ６３６ ６３６ ６３６ ６３６
Ｒ２ ０.８６７９ ０.７５６０ ０.８６９３ ０.７５６９ ０.８７２１ ０.７５９１

　 　 注:回归中也加入了 ｃａｐｉｔａｌ 、 ｌｎｇｄｐｐｅｒ 、 ｌｎｉｎｆｒａ ꎬ但由于被城市固定效应吸收ꎬ没有报告系数ꎮ

４.腐败程度的影响

由于中国在资源配置上的制度安排ꎬ地方政府官员通常拥有较大的分配资源的权力ꎬ这
种权力就有机会成为地方官员谋取个人利益的寻租工具ꎬ从而滋生腐败行为(Ｓｈｌｅｉｆｅｒ ａｎｄ
Ｖｉｓｈｎｙꎬ１９９３)ꎮ 一方面ꎬ腐败行为干扰了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ꎬ阻碍了政府将有限的建设用

地灵活配置给土地边际生产效率更高的企业从而提高土地配置效率的过程ꎻ另一方面ꎬ腐败

程度越高ꎬ企业越可能采用“以次充优”的手段ꎬ从而降低基础设施质量(黄寿峰ꎬ２０１６)ꎬ影
响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效果ꎮ 因此ꎬ腐败行为可能阻碍土地审批权下放促进城市生产率提

升的两个影响渠道ꎬ导致其生产率促进作用被削弱ꎮ
在回归中加入腐败程度与土地审批权下放试点的交互项(ＤＩＤ×ｃｏｒｒ)ꎬ结果如表 １０ 列

(１)、(２)所示ꎬ ＤＩＤ×ｃｏｒｒ 的系数显著为负ꎮ 这表明ꎬ在腐败较为严重的城市ꎬ土地审批权下

放的生产率促进效应受到了腐败行为的干扰和削弱ꎮ 但总体而言ꎬ即使在腐败较为严重的

地区ꎬ土地审批权下放仍然能起到提高城市生产率的作用ꎮ
５.土地财政依赖程度的影响

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可能从两方面影响土地审批权下放试点的政策效应ꎮ 一方

面ꎬ在具体用地审批权下放后ꎬ对土地财政依赖程度更高的城市会倾向于将更多的出让指

标用于地段好、地价高的地块ꎬ或提高商住用地的比例ꎬ以增加土地出让收入ꎮ 单纯追求

高土地收入ꎬ不利于将土地合理配置给利用效率最高的企业或个人以提升土地配置效率ꎬ
亦不利于增加基建用地、疏通基建项目用地障碍、提升基础设施水平ꎬ可能削弱政策效应ꎮ
另一方面ꎬ土地审批权下放后ꎬ土地财政依赖程度更高的城市更可能通过改变用地类型、
调整具体地块等方式提高土地出让金收入ꎬ增加房地产业相关税收ꎬ获取城市建设和发展

所需的资金ꎬ缓解地方财政约束ꎮ 这样ꎬ政府就能将更多资金用于生产性公共基础设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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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城镇化和工业化等方面ꎬ从而推动经济发展(王贤彬等ꎬ２０１４ꎻ雷
潇雨、龚六堂ꎬ２０１４ꎻ赖一飞等ꎬ２０１９)ꎮ 从这个角度来看ꎬ在对土地财政依赖程度更高的

地区ꎬ土地审批权下放也可能强化了这种“以地谋发展”的模式ꎬ使其生产率促进效应更

加显著ꎮ
为检验土地财政依赖程度的影响ꎬ本文采用试点政策前一年各样本城市的土地出让

成交价款与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之比( ｌａｎｄｆｉｎ)衡量城市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ꎬ并
在回归中加入土地财政依赖程度与土地审批权下放试点的交互项(ＤＩＤ×ｌａｎｄｆｉｎ)ꎬ结果如

表 １０ 列(３)、(４)所示ꎬ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ꎮ 这表明ꎬ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使政府倾向

于将指标用于出让高地价地块、商住用地来增加财政收入ꎬ阻碍了土地审批权下放通过提

升土地配置效率、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来提高城市生产率的途径ꎬ削弱了其生产率促进效

应ꎮ

　 　 表 １０ 　 　 腐败程度、土地财政依赖程度的影响

变量

腐败程度 土地财政依赖程度

ｌｎＴＦＰ＿ＣＤ ｌｎＴＦＰ＿ＤＥＡ ｌｎＴＦＰ＿ＣＤ ｌｎＴＦＰ＿ＤＥＡ
(１) (２) (３) (４)

ＤＩＤ ０.２０８４∗∗∗ ０.２７９８∗∗∗ ０.０９６２∗∗∗ ０.１３３４∗∗

(２.８５) (３.２０) (３.６５) (２.５９)
ＤＩＤ × ｃｏｒｒ －０.００５２∗∗ －０.００６６∗∗∗

(－２.０９) (－２.８０)
ＤＩＤ × ｌａｎｄｆｉｎ －０.０６８６∗∗ －０.０７９５∗

(－２.０３) (－１.８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６３６ ６３６ ６３６ ６３６
Ｒ２ ０.８７０５ ０.７５９４ ０.８７０９ ０.７５９１

　 　 注:回归中也加入了 ｃｏｒｒ 、 ｌａｎｄｆｉｎ ꎬ但由于被城市固定效应吸收ꎬ没有报告回归系数ꎮ

(二)溢出效应的分析

现在ꎬ本文考虑该试点政策是否存在溢出效应ꎮ 土地审批权下放后ꎬ一方面ꎬ试点城市

基础设施水平提升ꎬ土地配置更加合理ꎬ可能会吸引一些周边城市的优质企业和优秀人才流

入ꎬ从而对周边城市产生负面效应ꎻ另一方面ꎬ试点城市经济质量提升和企业成长也可能对

周边城市产生正面溢出效应ꎬ如知识和技术的溢出、对周边地区投资的增加等ꎮ 若控制组中

与试点城市相邻的样本受到了溢出效应的影响ꎬ则可能违反双重差分法的基本假设ꎬ导致政

策效果的高估或低估ꎮ
本文采用两种方式来检验土地审批权下放是否存在溢出效应ꎮ 参照 Ｍｅｒｇｅｌｅ 和

Ｗｅｂｅｒ(２０２０)ꎬ将原控制组中与试点城市相邻的样本剔除ꎬ重新进行双重差分估计ꎮ 结果

如表 １１ 列(１)、(２)所示ꎬ土地审批权下放仍显著提高了试点城市的生产率ꎬ显著性大小

较基准回归结果虽略有下降ꎬ但降幅较小ꎮ 接下来ꎬ我们参照张国建等(２０１９)ꎬ将 ８４ 个

城市中与试点城市相邻的城市作为新的实验组ꎬ原控制组剔除试点城市的邻近城市后作

为新的控制组ꎬ结果如表 １１ 列(３)、(４)所示ꎬ交乘项系数并不显著ꎬ说明审批权下放对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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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城市无显著影响ꎮ 以上结果均证明ꎬ土地审批权下放试点政策没有明显的溢出效应ꎬ不
会影响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ꎮ 该政策对城市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并不是通过吸引优质资

源的空间流动产生的ꎬ土地配置效率和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才是影响试点城市经济发展

质量提高的关键因素ꎮ

　 　 表 １１ 　 　 溢出效应分析

变量

控制组剔除相邻城市 以相邻城市为实验组

ｌｎＴＦＰ＿ＣＤ ｌｎＴＦＰ＿ＤＥＡ ｌｎＴＦＰ＿ＣＤ ｌｎＴＦＰ＿ＤＥＡ
(１) (２) (３) (４)

ＤＩＤ ０.０４２１∗ ０.０７９５∗∗

(１.８９) (２.４７)
ＤＩＤ１ －０.０２２２ －０.０７９４

(－０.７０) (－０.８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５１３ ５１３ ２６８ ２６８
Ｒ２ ０.８５６８ ０.８３２９ ０.９３０９ ０.８０７５

八、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以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年 ８４ 个报国务院批准城市建设用地的重点城市为样本ꎬ采用

双重差分研究方法检验了土地地审批制度改革试点政策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ꎮ 研究发

现:(１)土地审批权下放作为土地审批权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在总体上促进了城

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ꎮ (２)机制分析发现ꎬ一方面ꎬ土地审批权下放可以提升基础设

施水平ꎬ从而促进城市生产率的提高ꎻ另一方面ꎬ土地审批权下放也可以通过提升当地

土地配置效率来提高城市生产率ꎮ ( ３)异质性分析表明ꎬ土地审批权下放对基础设施

水平低、腐败程度低、土地财政依赖程度低的城市的生产率促进效应更大ꎬ城市等级、初
始经济发展水平则对土地审批权下放的生产率促进效应无明显影响ꎮ

本文的研究涉及土地审批制度改革与城市发展质量两大主题ꎬ土地审批权下放是

“放管服”改革的一部分ꎬ将为“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提到的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等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ꎮ 本文的政策启示

是:(１)为适应中国经济由强调增长速度转向注重增长质量的新阶段的形势和任务ꎬ满
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要求ꎬ应按照“放管服”改革要求ꎬ继续坚定以适度下放土地审

批权为手段深化土地审批制度改革ꎬ提高审批工作效率ꎬ优化土地资源配置ꎬ使之为我

国转向高质量发展发挥更大作用ꎬ为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贡献更多动力ꎮ ( ２)在

中国各城市非均衡发展的特征下ꎬ要注意不同城市在基础设施、经济发展及其他特征上

的差异性ꎬ因地制宜地推动土地审批制度改革措施的落实ꎮ 在基础设施亟待提高的地

区ꎬ加快推进土地审批权的适度下放ꎬ充分发挥其在疏通基建用地障碍、提高基础设施

水平上的作用ꎮ 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推动土地审批制度改革时ꎬ还要同时在优

化营商环境、吸引优秀人才等多方面发力ꎮ 总之ꎬ各城市应从本地实际出发ꎬ兼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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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和现实基础ꎬ探索和制定差异化的改革路径和方式ꎮ (３)坚持和完善土地审批制度

规章体系ꎬ强化对土地审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ꎬ预防和治理土地审批过程中的腐败

问题ꎬ以高质量监督促进高质量发展ꎮ 为防范实施过程中的腐败、违规、滥用职权等情

况的发生ꎬ充分发挥土地审批权下放政策的效用ꎬ必须加强对土地审批权力的制约和监

督ꎬ构建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各种制度和措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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